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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quent medical risk events caused great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medical disputes don’t seem to have been decreas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but more intensified.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public health 
risk perception are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law and ethics, but for the living in the societ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medical risk percep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thesis describes the values, life 
experience, trust and other term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health risks, explores measures to 
improve public health risk percep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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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频繁发生的医疗风险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医疗纠纷似乎并没有随着医疗技术的革新和社会文明化程度
的提升而有所递减，反而更加激化。前人对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从管理学、法学和伦理学进行了研究，但对于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而言，社会发展和文化建构对于人们医疗风险感知的影响越来越突显。论文主要从价值观、生活经验、
信任等角度阐述影响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社会文化因素，探索提高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措施，从而为社会公共医疗制度改革
与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医疗风险；风险感知；社会文化因素  
越来越多高科技医疗技术和新药的出现，一方面给人类病痛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却促使公众对医疗
诊断带来的后果充满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恐惧。一项新的医疗技术运用于实践前，医学界必定要经过很长一
段时间进行临床试验，大量的试验样本反馈数据才能断定是否可以运用于实践，是否可以造福于人类病患
医治。然而，对于公众来说，并不明晰运用其身的新医疗技术是否能有效医治病痛，甚至救愈率有多高也
未从可知。医疗过程的风险不确定性让公众的恐惧心理越来越严重，无法估量的发生概率与严重后果的扩
大化，使得公众对医疗的风险感知不仅仅只受到传统的医疗技术水平限制的影响，更多的是现代社会文化
多元化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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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府决策层面也已经意识到医疗风险的社会化效应，为进一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建立和谐医患
关系，2015 年 10 月 30 日，卫生计生委起草了《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
可见，医疗风险不是一个价值孤立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技术衍伸问题，风险存在过程中的主体（包括医
务人员、病患、医疗机构等都是社会的组成要素）甚至上升到国家层面将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医疗风险感知可能会带有个体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向性。因此，医疗风险感知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
是医疗风险在社会范围内的公众的可接受性问题，研究影响医疗风险感知的社会文化建构因素有其重要的
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 
1 医疗风险感知：概念化与研究意义 
医疗风险从字面上讲是指来自医疗行业、医疗活动中的风险。目前，国内外对医疗风险的概念还没有
明确、统一的界定。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医疗风险是指存在于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可能
会导致损害或伤残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件。另一种观点认为：医疗风险是指在
医疗服务过程中发生医疗失误或过失导致的不安全事件的风险。美国杜克大学的定义较为简单——“遭受
损失的可能性”。医疗风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医疗风险从患方的单一角度考虑，指这种“遭受损
害的可能性”造成的对患者方面的损害，即“指在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生因为医疗失误或过失导致病
人死亡、伤残以及躯体组织、生理功能和心理健康受损等不安全事件的风险”；而广义的“医疗风险”包
括对患者的伤害以及医院和整个医疗服务卫生体系为此遭受索赔的代价和使医院丢失的市场份额[1]，即定
义为存在于整个诊疗过程中的可能导致损失和伤残事件的不确定性或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件，如医疗
事故、医疗纠纷、医疗意外、并发症等[2]。 
本文所界定的医疗风险感知有别于心理学范畴上的风险认知，风险认知更多的是从风险的发生概率和
风险发生的后果来作出判断，而风险感知则是强调人们对医疗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影响因
素更多地源于公众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更加强调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因此，医疗风险感
知可以定义为：人们对医疗风险产生的最直观感受，是一种面面而生的图形直接影射的结果，并由此对该
风险产生评估与采取行为的过程。 
近来一些研究表明，公众对医疗风险的认知水平不仅受医疗风险事件本身、医疗技术、医患关系等方
面影响，还受到生活经验、价值观、公众信任等社会文化建构因素的直接影响。在社会建构理论体系下，
研究公众医疗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对于建立公众与医疗机构、医生之间的信任度，增强各主体之间
有效的风险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医疗风险感知的社会文化理论研究 
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H. Sigerist 1892—1957）曾精辟地论述到：“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不仅
仅是治疗疾病、使患病机体康复，而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所处环境，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3]在具
体的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都期待达到某种特定的结果，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医学发展总是有它的局
限性，并不总是完全达到理想化的结果，因此在各地法院医疗纠纷案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造成医患关系
日趋紧张的因素，不仅涉及技术性问题，更包括医患双方个体及群体的社会文化素质、心理状态、认知水
平、价值观及行为规范和医疗环境、服务流程等诸多非技术性因素。此类事件如此之多，表明社会文化多
元化对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影响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其本身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
高度警觉，更值得医者和患者深思。 
首先，生活经验是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之一。医疗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客观医疗风险和患
者的主观医疗风险是不同的。如抽烟致癌、煤气中毒的客观风险很高，而常常被人们忽视，而癌症、艾滋
病的发病率虽较低，但却被公众认为是无法救治的绝症，说明公众对于经常发生的疾病可能并不是很关心，
风险感知较低，而对于不经常发生的疾病却风险感知较高。可见，生活中经历较少的风险可能带给公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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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恐惧和疑虑，正是由于未知风险的根本不确定性——发生概率和后果严重性均不可测。另外，不同个
体对同一客观风险的感知也是不同的，如一个刚刚经历病魔斗争的幸存者和一个只从媒体上了解某一疾病
情况的人，对特殊病痛所感受到的风险差异很大。所以一般来说，患者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就要做好准备去
承担治疗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在开始治疗时患者可以通过搜寻和综合更多的医疗信息，尽可能地选择风
险较低而收益较高的治疗方案。这样通过对过往经验中的潜在风险的认知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因患者主观方
面导致的医疗风险，相应的医疗决策就会更加慎重。因此，可以说感知风险水平体现了医疗风险的生活经
验累积度，生活经验影响医疗风险感知。 
其次，价值观也是影响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医患关系的日趋紧张化是当代社会的一个
极端矛盾，而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公众医疗风险感知与医务人员的感知不同，即两者的价值观存在
显著差异。Siegrist 提出了解释这种差异的途径——价值相似性（Value similarity），即指个人价值与医疗
机构、医疗群体的价值相类似。Siegrist 认为，如果个人的价值与医疗管理机构、医务人员的价值相似，就
会高度信任管理者，相比于管理者价值不相似和不信任管理者的个体来说，就会感知较少的风险[4]。所谓
价值相似性，其全称为“Salient Value Similarity”，“Salient”意为显著，这里是针对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而
言的。比如在癌症风险语境中公众与医务人员的价值显著相似，但同样的一批公众与医务人员群体在坏死
性筋膜炎的病变风险语境中，价值就不再相似，这就是事件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价值相对显著性。2000 年，
Michael Siegrist 运用问卷调查方法证明了价值相似性与社会信任呈现正相关作用，而同时社会信任正相关
于感知利益，负相关于感知风险，提出了价值相似的信任模型（Value Similarity and Trust，见图 1）。公众
与医务人员的价值相似性程度越大，公众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信任度就越高，公众感知的利益就越高，
感知的风险就越低[5]。 
 
图 1 基于价值相似的信任模型 
更进一步来说，信任与风险感知之间具有强相关关系。近年来，医院医技水平、就医环境及医疗设备
等均有大幅度提高，医院总体服务质量上升，但医患间的“信任度”却越来越低。从中国目前的现状看，
医疗纠纷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医患之间的信任急剧滑坡，医患关系己经成为社会焦点问题、热点问题。信
任是公众对医疗风险感知的内在伦理要求，是其核心价值的体现，是其建立和维护的基本内在价值。公众
对医疗风险的感知程度需要以信任为基础，医患之间只有建立了基本的信任关系才能保证双方的正常交往
和医疗服务的正常进行。因此可以说，信任是人们对医疗风险感知程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医患
之间社会信任的缺失将会导致公众医疗风险的提升，因此社会信任度的增加可有效缓解公众对医疗风险感
知的提升。 
3 提高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一些建议 
社会文化建构因素对公众的医疗风险感知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通过研究社会文化建构因素的具体组
成及影响过程，才能从根源上探寻提高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措施和途径。提高公众的医疗风险感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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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政府和相关机构更有效的制定和执行技术相关政策，有利于各主体间进行良好的沟通，以更好的预
防和应对科技风险事件。基于上述相关分析和总结，针对公众的医疗风险感知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完善医疗相关法律制度  中国对于医疗机构和医患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但是还远远不
能满足现代社会中随时出现的种种风险事件的治理需求。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应当建立以人民调解为主，
医患和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有机结合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制度；对于医疗机
构来说，要有明确的医护人员规章制度，规范医疗操作规程，明确医护人员的权利与义务，要有日常医疗
事故处理方案和应急处理预案；对于医护人员和患者来说，要有相应的配套保护措施，保护患者和医疗机
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3.2 政府应加强医疗风险知识教育  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公众的医疗风险感知，政府和教育部门应从学生教
育抓起，向学生讲解新医疗技术的相关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对医疗知识的浓厚兴趣；对企事业员工进行
医疗风险相关培训，使企事业人员对医疗风险的认知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加强社区居民教育，组织风险
知识竞赛、征文等文化活动。政府层面的大力度宣传教育将最直接、最有信服力，公众对医疗机构和医护
人员的信任度也将大幅提升。 
3.3 舆论界加强对公众的医疗知识普及  医疗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有利于提高全体公众的医疗风险感知水平，
应发挥媒体、公益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加强医疗相关知识的传播。新闻宣传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监督，做好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和医疗卫生常识教育，引导公众理性对待医疗风险。媒体及其从
业人员报道医疗纠纷，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恪守职业准则，客观公正报道。公民、法人发表与医
疗纠纷相关言论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比如对广大农村的公众要加大力度进行科
普宣传，一方面要采用多种渠道进行医疗知识传播，另一方面积极将新型医疗人才、新医疗技术带进农村
进行实验和应用，提高农民的技术风险意识。 
3.4 倡导公众主动参与社会活动  新知识、新技术的更新越来越频繁，社会团体和媒介应有意识的培养公众
的参与意识，积极参与政府的决策制定，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媒体、医疗机构与公众之间面
对面的交流，建立多方主体之间的良好沟通关系。一方面有助于公众和医务人员价值观的相似性再塑造，
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公众抗击风险的能力，才能提升公众医疗风险认知，进而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医疗风险。 
3.5 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公众的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是影响公众医疗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
在当代社会医患纠纷频频发生的形势下，顺畅和及时的沟通尤为重要。风险沟通从最初研究到现在已经经
历了从单向沟通到双向沟通的协同演化模型，决策者利益趋向的转变决定了不能只服从于决策者到公众的
模式，而是加入专家角色后的三方双向沟通。双向沟通的模式有助于决策者做出可行性和可接受性良好的
风险决策，始终连接着医疗风险中每一个阶段涉及到的外围利益相关者，所以要形成政府、医疗机构、医
护人员和公众之间的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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